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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
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董磊明 李健民

［内容提要］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统一是非正式运作的结构基础。社会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多

重社会关系，每个关系维度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信息、道德和规则；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关系维度中存在着

不同的逻辑和正当性，而即便在同一维度内，每个行动者对同一件事的认可度又有高低之分。在正式制

度运行时，行动者往往会在体制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进行身份的切换，权宜性地运用其他关系维

度中有利于己方的规则及正当性，使对方服从正式制度的安排，这就是非正式运作的实质。非正式运作

的基础在于必须至少有两个关系维度提供选择，其有效性依赖于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合理运用，而

运作边界是双方只能在共同认可的维度内切换。受结构基础乃至价值基础的影响，这个边界在不同社会

联结机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微观情境中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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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建设往往伴随着制度化与数字

化，科层制是其中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

理性化、专业化和非人格化的特征。①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改革，

包括目标责任制、量化考核制和项目管理制等，

技术性治理逐渐替代了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②

同时，在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制

度体系，如乡规民约、“潜规则”等。无论正式还

是非正式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存在一些权宜的

现象，如“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摆平、

理顺”和“选择性执法”等，③我们称之为制度的

“非正式运作”。需要指出的是，非正式运作并不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即使在充斥着现

代性的西方社会，其也并非就此走向终结。

非正式运作的长期存在提示我们必须挖掘

支撑它的结构基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

统一。制度逻辑殖民着生活世界，而生活逻辑亦

反制着制度实践，后者不能完全背离前者。如果

制度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的张力过大，那么制度

执行者将可能依据生活逻辑对制度逻辑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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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在生活逻辑中，社会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

着多重社会关系，每个关系维度里又有着不同的

身份和规则。因此，本文将行动者置于“多维关

系”框架内，对非正式运作的实质和机制进行抽

绎，随后在结构性和情境性的视角下探讨非正式

运作的基础和边界。

一、文献回顾

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非正式运作早在 20世
纪三四十年代就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瞿同祖、

费孝通和吴晗等最先关注到基础权力运作中的

非正式要素，④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

科视角开展研究。20世纪 90年代以后，孙立平等

从经验出发关注“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指出

基层干部在行使正式权力过程中常常引入人情、

面子、常理等非正式手段，⑤重新吸引大量学者介

入该领域。依循从经验出发，大多数研究聚焦于

非正式运作的具体运行过程，提出“运动式治理”

“策略主义”“选择性应付”“连带式制衡”等概

念。⑥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大多是描述性概

念，对现象的形态和过程进行了细致刻画，但进

一步的理论抽绎稍显不足。非正式关系的性质

经常被归结为“人情”“面子”“关系”等并用后者

作为前者的解释，但并未对行为的本质作出判

断。例如“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是对借用民

间资源进行治理的一种概括，尚未指出这种运行

依循的逻辑；“策略主义”有这方面的尝试，但仍

仅是对一种原则或方法的提炼而未进行理论抽

绎。此外，正是由于这类描述性概念只是停留在

中国的“特殊行为”和“特殊事件”的解释层面，而

未进行一般性的提炼，这些中国经验的研究往往

止步于研究中国的经验。因此，这些描述性概念

纵然有解释力，但也未能上升为更具一般性的解

释性概念。其解释性困境是由于缺乏对现象所

共有的结构基础和价值基础的深入理解所致；深

入才能汇通，这种缺乏势必导致当前研究具有破

碎化的特征。不少研究往往抓住某一特殊现象

便生发观点，诸多研究之间接续不足、缺少对话、

相互重叠、重复讨论、概念迭出。故本文采用整

体主义的视角尝试对这一类现象进行本质上的

揭示。

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以上解释性不足的问

题，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事实经验做系统性的解释

上。应该注意到，非正式运作的研究一开始常常

被当作规则以外特殊的和非正常的现象，经过这

一路径引入历史维度，对现实重新“挖掘”和“整

理”之后，合理性部分受到重新审视，逐渐与正式

行为并置。中国古代基层的半正式行政被置于

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

政府视角下，此类行为是其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

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运动型治理体制则

被视作与常规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其作用

是随时应对常规体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

⑦因此，该路径区分了不同层级的政府面向，剖析

了非正式运作的宏观制度基础，形成一个较为成

熟的分析框架。

但这个路径的研究后来又逐渐陷入结构功

能主义的视域，例如仅仅通过制度环境、组织结

构、激励制度等解释非正式运作⑧，未免将人过于

组织化和抽象化了。这一路径预设了“可欲即可

为”的前提，没有真正进入行动者的生活逻辑，忽

视了从运用诸如人情、面子、关系这些手段到人

们自愿服从并采取理性行为之间亟待解释的机

制，仿佛只要政治或社会系统产生非正式运作的

功能性需求或冲动，非正式运作就可以任意运作

而无甚阻碍。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路径下受到

忽视的方面作出回答，即非正式运作何以起作

用，为何能成功以及有效性的边界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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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路径相反，不少研究首先以概念化和

抽象化的思维切入，注重在理论层面进行推演和

分析。社会网络理论和本土心理学的相关研究

与非正式运作的研究都有很大相似甚至同构之

处，尤其在研究如何利用人情、面子、关系等社会

资源实现权力再生产方面。⑨但由于二者对反复

抽绎和推理的强调，过于抽象化的问题讨论方式

使研究脱离了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中观的社会情

境，遮蔽了人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社会网络理论虽然在创立之初是为解决制

度学派过度社会化和经济学低度社会化的问题，

但后来过于抽象地讨论社会网中个体之间的共

性仍然稀释了现实的丰富度，行动者被抽离出其

所处的社会结构，置于纯粹的逻辑关联之中，脱

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使研究对象成为

一个个脱嵌于现实的抽象质子。本土心理学注

意到了这个问题，从家庭本位社会、情理社会等

语境⑩去理解中国的非正式运作，并从理解社会

学的角度作出了深入和通透的阐释，但似乎仍然

较为抽象，仿佛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看不到具

体行动的情境限定以及情境带来的行为差异性。

部分学者将之置于官场、乡土、商场等不同组织

场域内的尝试可以提供借鉴�I1，但依旧没有被重

视的一点是，多种社会网或场域在具体情境之下

存在程度不同的灵活切换与有机统一。因此，本

文将这两个抽象理论置于具体的结构和情境之

中，并依循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分析非正式

运作。

总体而言，目前非正式运作的研究具体运作

过程、结构功能解释和抽象讨论等方面已经相当

成熟，但各自都还能往前更进一步，例如对非正

式运作经验现象的理论抽绎，何以可为的效力分

析和抽象理论的现实落地。这三方面的可能构

成本文要回应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从

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非正式运作进行抽绎，随后

置于结构性和情境性的视角之下探讨非正式运

作的基础和边界，在探讨过程中尤其关注不同的

社会联结机制、文化背景和微观情境下非正式运

作的边界差异。

二、生活逻辑中的多维关系网

（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系统”与

“生活世界”的二分是其结构性起点。前者指被

社会职能化而结合的制度群，后者则既是主体间

进行交往的活动背景预设场所和相互理解的“信

念储存库”，也是主体间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

介入的生活领域和动态网络。�I2部分学者将其引

入政治实践中，并找到具体的现实对应物，如“正

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律”与“习惯法”，

“制度”与“生活”等。�I3但被不自觉地忽略或尚未

具体展开的是，抽象世界与具体行动之间的辩证

关系，也就是哈贝马斯背后的批判主义色彩。

如果以行动逻辑作为连接两者之间的纽

带�I4，在政治实践中可以划分为两种逻辑，一种是

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的“制度逻辑”，一种是日常性

与实践性的“生活逻辑”。前者的主要特征是“理

性”（reasonal），是程序化的和标准化的，指行事上

遵循国家制定的一般性制度及规范；后者的主要

特征是“合理”（reasonable），是实用性的、边界模

糊的，指依当地具体的文化情境、社会关系和生

活实践而展开行动。

一般而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是相互匹

配、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

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I5，民情和习惯法构

成了真正的“制度精神”。�I6因此，制度逻辑必须

符合生活逻辑，至少不能过于违背生活逻辑。

前者虽然有时不承认后者的合法性，但其实践过

程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后者构成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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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嵌入性”“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的文化网

络”�I7等理论也大体指向这方面内容。

与此同时，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也会存在较

大的张力，这可能由于过于理性化的制度逻辑对

生活逻辑的背离，也可能由于过于强大的生活逻

辑对制度逻辑的僭越。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对

制度逻辑的消解派生于某种庇护主义，例如新兴

商业阶层与政府官员之间容易结成一种基于市

场庇护主义的关系网络，�I8从而将公共制度转换

为私人的牟利工具。而对于前一种情况，紧张关

系集中体现为：制度的一般性与刚性，在某些情

境中，难以适应现实的复杂性与灵活性。在此情

况下，如果行动者仍一味恪守制度逻辑，便可能

出现与现实的不适并遭遇社会排斥，进而影响制

度运行的效果。黄仁宇就评价海瑞是“古怪的模

范官僚”，品性和德行受到尊重，但无法为全体官

员所接受。�I9陈景良曾指出：“正如古人所言，法

规一定，则事理无穷，欲以一定之规而穷天下之

事，欲其善治，不亦难乎？当案情特殊复杂，无法

可依；或者仅以法条去判断，就会于情于理于社

会上的认知不合时，法官就须‘酌以人情，参以法

意’。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拘泥于法条的陋吏或酷

吏，落得千夫所指的骂名。”�20

可以说，这就是非正式运作的结构基础，即

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背离与回归。非正式运

作因此可理解为制度执行者依据生活逻辑对制

度逻辑的“改造”。其一方面违背了后者，另一方

面又在前者的逻辑内展开，并使二者重新整合归

并。这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入到一种实践社会学，

在各种复杂情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关注生活逻辑

中的行动者，并对其进行结构分析。当然此并非

意味着制度逻辑就不重要，而是在详细分析生活

逻辑之后再分析其与制度逻辑的张力。

（二）多维结构中的社会行动者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21这体现了人作为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形成的结点，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

而非简单相加或重复。与非人格化、理性化的科

层制要求相比，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实质上处于

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各种关系相互作用

并形成一个密不可分、难以切割的总体，任一关

系的互动与冲突可能都是总体关系的表现；同

时，每一维度的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着其他维度乃

至关系总体。

社会网络理论早已注意到网络结构对人们

行为的影响，但其大部分研究都从网络功利性的

角度分析人们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

资源和社会地位，它们主要集中在信息和信任层

面。�22事实上每个延展出去的网络不仅包括不同

的信息和信任，还包括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角色期

待。正如在差序格局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

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

推的过程里有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

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

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23

因此一个人身上有多重关系维度，在理想类

型的意义上，每个关系维度里有不同甚至互斥的

身份、信息、道德和规则，如正式制度的维度要讲

法律，共同体的维度要讲人情，朋友的维度就要

讲义气。其他人能从正式制度的维度了解到这

个人的民族、学历、收入等基本情况，但只有在共

同体或朋友的维度中才能对他的脾气、性格、爱

好有更深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的行动

者同时生活在多维的空间中，并同时受多套规则

的规约和多个视角的注视。例如舜是一国之君，

在家中则是一名普通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桃应

曾向孟子提出一个经典的疑问，如果舜的父亲杀

了人，舜该如何处置。舜是以国君的身份处罚他

还是以儿子的身份维护他，其实是充满困难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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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

此外，同一件事上也因为处在不同的关系维

度中，会分割出多套并行的逻辑和道理，很有可

能在这个维度上是合适的，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就

是不正当。例如，学校的很多奖项在每个班级只

分配一个指标，如果一名学生长期稳居第一名并

每次都去申请均获成功，其行为按照正式规则无

可厚非，但此举丝毫没有给其他同学留下“拾穗

权”，在班级这个亲密社区里就是不合人情的。

这种差异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

关系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或道德标准。在日

常生活中，借一大笔钱对于普通朋友而言可能是

高标准、高要求，但对兄弟来讲就是低标准或很

应然的事情了。对同一件事，每个人由于成长经

历、教育环境等背景对不同关系维度的认可又有

高低之分，如相比正式制度A可能更认可朋友关

系，B可能不太在意同学关系，但对正式制度有一

种天生的敬畏。

正是因为人类这种多维的面向，社会中的行

动者之间往往存在多重社会关系，比如既是上下

级，也是堂兄弟和同学，相互间的互动也将由于

或客观或建构的社会情境的切换而不断变化。

所谓“牌桌上无父子”就体现了存在多重关系的

两个个体在具体情境之中的角色转换及其张力。

传统的社会网络理论往往对两个人之间的信息、

情感或信任关系进行各自独立分析或简单相加，

但如果还原到社会情境本身，这些关系实际是同

时处于多元的空间中，并存在有机的统一与灵活

的切换。

（三）多维关系网中的“频道切换”

将上述理论阐述作为非正式运作现象的分

析起点，我们可以观察到，由于彼此共同生活在

多重的社会关系网络内，行动者虽然在正式制度

的维度与他者发生关系，但展开非正式运作时常

常切换到其他共享的关系维度内评估和动员对

方。如图 1所示，甲和乙共享着A、B、C、D四个关

系维度，假设B是正式制度的维度，非正式运作时

双方却经常游弋到A、C、D等关系维度互动博弈，

并在这些维度中尝试动用各种资源说服对方。

在此过程中，运作者仿佛已经偷偷将正式制度中

的交往切换到了其他“频道”。

“频道切换”的内容具体包括多维关系网中

的身份、信息和规则等。非正式运作的微观过程

首先是切换到另外一个场域并以这个场域中的

身份重新“登场”，在正式制度中往往只是上下级

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两个个体，瞬间转为长辈

／晚辈、老乡或朋友。伴随着场域的变化，在制

度层面是不正当的事情可能会截然不同，这是因

为一件事在不同维度的合法性是不一样的。运

作者力图切换到最有利于自己（最有道德或说服

力）的维度。此举类似于“在领导面前逞专家，在

专家面前逞领导”，总是“用长板补短板”，如制度

不足的时候讲人情，人情不足的时候讲制度；但

由于共享一套场域的知识，可能遭到对方同样的

反击，由此形成来回反复的博弈。

其次，这种博弈往往需要调动制度维度以外

其他关系维度的信息，包括每个人的脾气、性格、

气质乃至习惯。这些信息构成了对对方行动的

预判，运作者针对不同的对象切换到不同的关系

维度，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即结合对方已经采取及

图 1：“非正式运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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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采取的反应来回争夺正当性及支配力的过

程。类似讨价还价般的慢慢磨合，博弈双方尽可

能逼近到此情景中双方共同认可的关系维度及

与这个维度相匹配的交往规则。

最后，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场域、身份的切换

以及信息的调动都是为了切入对方认可的维度

并运用这些维度的规则约束对方。运作双方不

断沉降到更低的标准，即逼近到内含更高角色期

待的维度中，迫使对方认为在这个维度里这样做

是应该的或再不这样做就不合理了。当一方触

发到对方非常认可的道德且对方又来不及“反

击”时，非正式运作随即终止，或达成或失败。相

反，当被要求的一方一再拒绝，运作也会面临

流产。

因此可以说，非正式运作的实质即针对不同

的对象和事件，借用正式制度之外其他各种关系

维度的规则及其正当性，使对方服从正式维度的

安排或接受施动者的要求，从而完成正式目标。

同时，只有当对方认可这种正当性时，非正式运

作才能生效，故其实现结合了客观的正当性与主

观的认同感。

孙立平论述“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时使

用了几个订购粮收购案例，�24其实质也是在多维

关系网中权宜性地进行频道切换。征粮者是国

家干部，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但同时也是乡村

社会的成员，熟知当地的一些伦理，甚至与该村

的一些干部、村民有密切的亲戚关系，或和普通

村民构成长辈或晚辈的关系。他们面对不同的

人能切入不同的“频道”即不同的关系维度。

面对要求先将往年棉花款结清才交订购粮

的村民，征粮者结束争论依靠的是当地的一句俗

话：“哪条河的水走哪条河”，即不同的事情不要

掺和到一起。实际上征粮者是将与交粮者的关

系切换到了共同体的维度，且后者认同这个道

理，最终才完成非正式运作。面对交得起但不肯

交粮的老农，征粮者甚至虚构出一个维度，将自

己比喻为乞讨的乞丐，将征收的对象比喻为施舍

者，这与中国情境中官员较高的地位形成落差，

建构了一种恩赐性的平等关系，从而激发出这一

维度之下老农的不忍之心。而面对比自己年轻

的村民，征粮者既切入长辈的维度，试图用长辈

的权威教训对方；切入善意者的维度，劝他还年

轻、生活道路还很长；还切入共同体的维度，动用

社会舆论、亲属和公众评价对对方施加压力。

同时，道德标准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在善意

者的维度，不这么做也不算太过分，但是在共同

体维度，一意孤行则有非常大的不妥当性。最后

的非正式运作的实现又与运作对象对这些维度

和标准的认可联系在一起。面对一个同事Q的妻

子W不肯交粮的情况，镇干部X从W与国家的公

共关系维度转入W与 X的私人关系维度，“不支

持丈夫的同事的工作”。本来已经降到很低的标

准，但W仍然拒绝的情况下，最后动用了“替你把

粮食交上”，建构了一种“让别人代你受过”的不

平等关系，让W无地自容，无奈把粮食交了。�25

孙立平和郭于华曾经用情境建构与情境压

迫的解释框架解释过，认为从拒绝到缴纳两个行

为之间的转换是因为基层干部改变了对情境的

“定义”。但这个框架难以让我们清楚非正式运

作的结构性条件和社会性基础在什么地方，仿佛

只要运作者足够机灵，就能不受约束地任意进

行。这促使我们转入对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和边

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三、多维关系下非正式运作

的特性与效力

在多维关系的框架之下，非正式运作存在的

基础在于必须至少有两个关系维度提供选择，即

运作双方之间在正式制度之外至少还共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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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维度，这样才能让运作者通过关系的切换进

行非正式运作。以此为逻辑的起点，我们可以推

演出诸多命题，使我们能更清晰地观察到非正式

运作奏效的原因。

与正式运作相比，非正式运作具有一些显著

的特征，透过这些外显的特征我们能反观非正式

运作何以有效；或者倒过来说，非正式运作的有

效性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充分运用。整体性是非

正式运作的一个底色，运作时双方都不是局限于

正式制度的维度就事论事，而是放在总体性社会

关系之下，通盘考虑运作中涉及的人、事、情及后

果，并依赖和运用这些多重关系展开博弈。当运

作者能更充分地把握整体，非正式运作将更为有

效。以此为基础，非正式运作还将呈现人格性、

权宜性和道德性等另外三个重要性质。

（一）人格性

韦伯指出，科层制组织的一个特点是非人格

化，即按章办事、不苟私情。�26正式运作依循正式

制度所蕴含的规则和逻辑展开行动。而非正式

运作与其最大的差异在于行动者处于多维关系

之中，他们不仅仅是科层制中机械执行上级命令

的“组织人”，还是多维关系网中的一个个节点，

是带有各自利益和情感的“社会人”，他们面对的

对象也不再是没有个性和特点的“抽象人”，而是

有不同性质的活生生的人。当他们跳转到其他

关系网络中时，则会依据这些关系网络的规则和

逻辑行事；而在此过程中，诸多的个性要素，如脾

气、性格、气质乃至习惯等具体的人格特征都将

被一一调动出来，不再被统一的规则所抹杀。

进一步而言，一个社会人在不同的关系维度

中可能有不同的认知、情感和利益，这些其他维

度在非正式运作的场域中将影响正式制度中的

每一个选择和决定。正式制度维度的行为如同

表演者在前台的演出，需要符合一整套固定剧本

和角色期待，后台则是印象管理和一些不为人知

的地方�27，舞台背后的想法和动机将影响最终的

表演。因此，制度维度以外的人格特征会影响正

式制度的行为，非正式运作的运作者通过倚仗、

识别和影响这些人格特征展开行动。

基于此，对一个人脾气、性格的了解在正式

制度内不是必需的，在非正式运作中却格外重

要。这是由于了解和熟悉对方，乃至“洞穿”对方

所能认可的关系维度，能预判其对正式制度的反

应，并有利于选择合适的关系维度切入。运作双

方之间在正式制度以外至少还共享一个维度，这

是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对这些“例外维度”的了解

则构成非正式运作的一个衍生基础。越在正式

制度以外的关系维度了解对方，越熟悉对方，对

对方行动的预判就越充分，非正式运作成功的可

能性也越高。透过以下两个案例，我们能更清晰

地看出这点。

案例 1：江苏省宿迁市 T村地势低洼，夏季易

涝，严重影响粮食的收成。新上任的村支书 SL想
为村里筹建一个泵站，他了解到县水利局的一个

股长祖籍是该村的，其对家乡和亲人仍比较认

同，而且股长的父亲对其还有影响力。于是村书

记找到了股长和他父亲，最后把泵站的项目“跑”

下来。村支书说，本村还有一个人在县里某局当

局长，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村庄，且为人傲

慢孤僻、薄情寡恩，即使和住村里的叔伯兄弟也

很少来往，“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一般都不会去

找他的”。（SL，江苏T村村支书，2018年 8月 1日）

案例 2：山东省德州市 S村内有一片土地将被

养牛场征用，租金较为合理，大部分村民都积极

响应配合。村民张某却一直表示种地是自己的

“本分”，拒绝流转自己的 19亩地。村支书知道张

某并不是真正不愿意被征，而是想额外多要钱。

村支书 ZHH便私下跟他说用自己的 20亩地与之

交换，村支书拿征地补偿，张某继续种地。最后

张某被逼无奈，与牧场签订了合同。（ZHH，山东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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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支书，2017年 7月 30日）

案例 1中，村支书能准确找到合适的对象并

顺利争取到泵站项目，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

水利局股长和另外那位局长虽然已经不住在村

里，但村支书知道他们的脾气和性格。在案例 2
中，村支书对钉子户知根知底，明晰他们“后台”

的真实想法，避免了被其在正式场合的“表演”牵

制注意力而做出错误的预判。这种熟悉乃至知

根知底是“长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

生的亲密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力

陶冶出来的结果”�28。正式运作依靠正式制度的

强制力和法理型权威，具有一系列实施的稳定性

和有效性；而非正式运作则更依赖信息的对称，

是在每一次互动中积累和增进彼此的熟悉，对非

正式运作能否运用，什么时候运用，怎样运用有

一套通盘的认识和预判。

当非正式运作中的行动者切换到另一个关

系维度，原来普遍主义的工作关系或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的关系将被取代，经常换之以特殊主义的

社会关系如老乡、亲戚和朋友等。运作者从而凭

此拉近双方的情感，增加彼此的认同，甚至借助

特殊关系间依存的交往逻辑，迫使对方要在一定

程度上徇私情。如案例 1中，村支书就通过与水

利局股长的私人关系，劝他“回报家乡”，“为家乡

多做贡献”，将泵站放到本村；后者同时也是一个

重感情、重乡土的人，双方随即一拍即合。因此，

日常生活上经常可以看到的拟亲属称谓也会发

生在非正式运作中，如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

亲装亲”，称呼“老兄”“大哥”“大姐”等，实际是期

待对方用熟人的情感和伦理对待他。因此，在正

式制度以外的私人关系维度越亲密或对方越重

视，非正式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即使与对

方没有正式制度以外的共享维度，非正式运作的

运作者也会努力去建构这些维度。

非正式运作中运作者以另外一重或多重身

份出现，其在这些关系维度中的人格特征也将对

非正式运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中国依托大

量的非正式行政完成基层治理，蕴含了儒家对社

会事务较少干预的理念�29，实质还是一种依托运

作者的道德维度实施治理的治理方法。家产官

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差异不仅在于传统型支配

与法理型支配�30，还在于前者要求官僚拥有“父母

官”“替天行道”这些人格特征。可以想象，这样

的官员如果在正式制度之外的其他关系维度具

有更非凡的感召力，将促进运作对象产生更多的

认同并进而在正式制度的维度服从正式权力的

安排。所以中国古代，力推圣贤教育，作为科举

考试内容的四书五经，便是主要围绕如何修齐治

平，如何成为君子而著。《中庸》形容百姓对待圣

人“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悦”。正是因为这样，理性化要求无论运作双方

都要“对事不对人”，但在非正式运作的场域中，则

往往“对事又对人”甚至“对人不对事”。一个通情

达理、忠诚厚道的人与一个刻薄寡恩、唯利是图的

人在正式的组织制度中可能是没有差别的，但是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别，也对

其所在的差序结构的紧密程度有着重要影响�31。

因此，有德性和号召力的人的非正式运作将更为

有效，换言之，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关系维度中更

有影响，非正式运作更有可能成功。

（二）权宜性

正式制度镶嵌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具

体的权力运作必须顾及在正式制度以外其他维

度中的后果。例如，农村社会里村干部同时也是

与其他村民一体的社区成员，如果过去在执行征

收农业税、计划生育等上级任务时过分使用权

力，比如抓人、扒房子等，将严重破坏他们与村民

的关系网络，影响他们日后在村中的生活。在城

市社会，即使依法拆迁，面对低保户抗拆，执行者

也要顾及民生问题，“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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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政府的“庇护主义合法性”�32。正式制度具

有统一和刚硬的标准，现实社会又是复杂的、具

体的和非均衡的，制度的执行者往往会“见机行

事”，采取非正式运作，从而使得正式制度的实践

具有一定的弹性。这种非正式运作实质是一种

滞后性的整合。因此，正式制度的执行对正式制

度以外的其他关系维度伤害越大，采取非正式运

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旦采取非正式运作，仍然需要权宜，这时

候的权宜就转移到如何切入更合适的关系维度，

而这些切入实质上又依赖于对不同的人和不同

的事的判断。在非正式运作中没有一个统一的

抽象的标准，类似于差序格局中“一切标准并不

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

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33在非

正式运作中，还需要区分是什么事，并针对具体

的事作权宜性地选择。非正式运作针对不同的

人制定不同的标准，并不断切换关系维度，越切

入到对方认可的维度，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同

时针对不同的事切入不同的角度，并不断切换关

系维度，越切入到最有道德的维度，成功的可能

性越高。

理性化的规则和科层制对所有人都是均一

的；而非正式运作则将人最细微地区分开，如同

培训和营销要先了解对象的需求从而制定一套

专属的培训和行销模式，非正式运作的对象可能

有的认道理，有的欺软怕硬，这便需要了解他们

的家庭、经历、网络，以及喜欢什么，认同什么和

怕什么等。因此，针对同样的事情，运作者根据

不同的人会切入不同的关系维度，如对好面子的

老人就用当地舆论，对心肠软的人就示弱。这里

切入的标准往往是与运作对象的亲疏远近、力量

对比和脾气性格等。

反过来，针对同样一群人，运作者遇到不同

的事情采取的策略也会不一样。在 2017年山东

德州 S村的调研中，笔者就发现在收水费和推广

清洁煤两件事上，村干部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

策略。

案例 3：国家规定粮食直补到户，基层干部不

能截留挪用。在收缴灌溉水费的时候，遇到少数

拖欠赖账的村民，村干部会理直气壮地采取扣直

补这一非正式的方式（下一年少报这户的粮食种

植面积）来对付，且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将

“钉子户”说得极其渺小、人格低下，甚至发动村

庄舆论群起攻之。村支书 ZHH不仅不担心自己

被告，还会很得意地向外人讲述，因为他知道在

这样的村庄场域中，此举是为了“公”，具有十足

的正当性和道德性。这招使得全村的水费如数

上缴。（ZHH，山东 S村村支书，2017年 7月 30日）

案例 4：在推广清洁煤时，上级指定购买的清

洁煤质量不好且价格偏高，作为村庄一员，村支

书觉得老百姓利益受损，自己也比较反感，因此

在推行时就不会采取强硬的举措，也不会用扣直

补等非常规手段，而只能动用出席红白事上积累

的人情，尤其是之前帮过他们忙的村民，“请父老

乡亲理解他，配合他工作”。（ZHH，山东 S村村支

书，2017年 7月 30日）

面对同一群村民，德州 S村村支书在案例 3
和案例 4中采取的手段却截然相反，收水费上始

终倚仗其在正式制度中的道德优势，即便用扣直

补的非法方式也不在意；推广清洁煤时则绕过了

这一关系维度，动用一些私人网络，特别是有欠

人情的，让他们在这件事上还人情。反之，如果

仍然在正式制度的维度运作，由于清洁煤既损害

村民利益也不具有较强的正当性，很可能完全推

广不开。与针对不同对象的权宜运作相似，不同

事情上的不同切换也是依据一些具有特殊性的

东西，如与运作对象的利害关系，以及本身的正

当性、道德性等（关于后者的内涵和作用，下文还

会详细阐释）。运作者往往占理的时候就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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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理的时候就用情，不断切换到有利于自己的

关系维度，切入到越有正当性的维度成功的可能

性就越高。

（三）道德性

非正式运作根据对象和事件进行权宜性的

运作，决定了实现的过程和手段可以变通，甚至

有时是有违正式规则的，“不正当”的。但非正式

运作要有效实现，要求这种“不正当”必须仅限于

正式制度的维度，而在其他关系维度上有正当

性，不能不讲这些关系维度的规则。运作双方至

少要在一个关系维度上存在共识，如果双方没有

共同的价值基础，互动势必无法持续。以正式制

度的标准理解这种非正式运作，会认为它有违规

则，是特殊主义的和不正常的；但如果从非正式

关系的维度观之，他们则是普遍主义的和自成体

系的，建立在一些共同认可的地方性知识之上，

符合这个关系维度和场域中的规则。因此，非正

式运作可能不符合正式制度的规则，但至少在其

他关系维度中符合“游戏规则”。

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关系维度中，如果具有较

强的正当性，行动者因之会具有博弈的道德性理

由，非正式运作能较为顺利地开展；反之，运作空

间将被大大压缩，例如案例 4的清洁煤推广就由

于正当性不足，最后没有完成上级要求的指标。

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其他关系维度中正当性越充

分，非正式运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以下案例

5和案例 6就反映出非正式运作的有效性与在其

他关系维度的道德性保持一致。

案例 5：国家规定土地二轮延包、确权以后，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不能调整。但

此举造成土地分配固化，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

是土地分配不均，二是给修路修渠等公共品建设

带来麻烦。在湖南C村，由于传统保持得较完整、

地方性规范较强，当地一些干部仍能组织农民调

整土地。面对人均占地较多农户的质疑（认为此

举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村干部及其他要求

调地的农民依旧正义凛然地说“地是国家的、集

体的，你们家占这么多地，而人家那么少，太不公

平了，你让别人吃什么，让人饿死不成”。最后，

土地依然得到调整，且没有人向上级告发。

（DMZ，湖南C村村委会主任，2019年 1月 12日）

案例 6：山东W村传统上生育观念很强，不能

让人断子绝孙是当地的“大道理”。因此，从 20世
纪 80年代开始村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总

是变通地执行，偷偷放超生的孕妇跑去其他地方

生孩子，回来的时候再收罚款；否则，过于严苛地

执行将被斥责为“没有人性”。（LIX，山东W村妇

女主任，2018年 1月 24日）

案例 5中，调地的道德性来自于当地的公平

正义和生存伦理，在村庄共同体维度具备强大道

德性的情况下，非正式运作甚至可以以此来压制

正式规则。同样，在案例 6中，由于当地传统的生

育伦理过于强大，严格执行正式制度将会引起巨

大的反弹，变通地执行计划生育反而契合当地的

伦理道德，得到村庄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上级也

默许这一做法。

当非正式运作具有较强的道德性和社会认

同的基础，就在调整不合宜的正式规则方面具备

一定底气，甚至可能得到这个场域乃至村庄成员

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告状，便是对主流

道德的违背，会受到当地社会的排斥。道德是具

体的，当存在多套道德标准时，非正式运作的运

作者往往遵循与具体场域或关系网相匹配的具

体的道德，非正式运作越遵循与具体场域或关系

相匹配的道德，运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

非正式运作的以上三个性质相互关联、相互

支撑。人格性使非正式场域的行动者均展现出

多维的关系空间，各自均在其中作权宜性的切

换，而每一次权宜又必须符合他方认同的道德性

标准才能有效。三个性质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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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非正式运作的效力。

四、多维关系下非正式运作的边界

上述命题使我们理解到非正式运作不是任

意运作，而是受制于一定的个人特征和关系网

络，依循相关的道德伦理与运行规则。然而，先

前研究多数集中于各种权宜性的策略与技术�34，

忽视了一定场域内的共同规范和道德感，以至于

让我们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非正式运作可

以无甚阻碍。不过，如果我们从多维关系的视角

观之，则会发现其也是有边界和限度的。

（一）“共同认可”作为运作边界

非正式运作中双方虽然存在多重维度的关

系，但双方可能只共同接受其中的部分关系，即

双方都认为在这些维度中做这件事是应该的，这

构成了非正式运作能有效实现的边界或非正式

运作的限度。

换言之，只有部分关系维度是运作双方都认

为具有“道德感”的，即在这个关系维度观之，做

这件事的行为是符合道德、合乎规范的。每个生

活与制度场域都有其公认的底线规则，所谓“盗

亦有道”，恣意突破该底线势必会招致公愤。故

违背对方的道德感甚至人类社会的基本底线，就

是僭越了非正式运作的边界。

因此，非正式运作的双方都只能在这些共同

认可的关系维度内切换，任何一方在对方不认可

的关系维度中进行非正式运作都是越界的行为。

如图 1所示，尽管甲和乙共享着A、B、C、D四个维

度，但只有B和C维度是两者共同接受的，A维度

只有甲认可而乙不认可，如果甲坚持在A维度要

求乙，则是踩过界了。当任何一方总是切换不到

对方认可的维度，就是不断挑战对方忍耐的限

度，两条底线都被捅破了，则非正式运作也不可

能生效甚至由此构成冲突。

因此可以说，非正式运作并非毫无阻碍，而

是与非正式运作的道德性和人格性密切相关，非

常依赖于这件事的性质和对这个对象的认可；在

丧失正当性和认同感的情况下，再如何权宜都无

济于事。

（二）认可的三种含义与运作的三层边界

非正式运作中的“认可”如果从广义的角度，

事实上包括三种外延逐渐收窄的含义，并指向非

正式运作三条依次递进的边界。运作双方都需

要辨别在哪些人、哪些事、哪种程度之内可以开

展或服从非正式运作的安排，也就是对“人、事、

度”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在完成上述考虑之后，运

作双方可能只认可部分关系维度，非正式运作的

边界也就只能在这些维度内切换。

1.人的认可

“人的认可”指认同与对方构成了某种角色

规范关系或道德义务关系，或者说，允许对方使

用这个关系里的规则要求或约束自己的行为。

博弈双方需要在彼此都认为具有道德责任的关

系维度内切换，这些维度往往为运作某件事或拒

绝某件事提供正当性。但即使具备某些客观上

的道德性，任意一方都有可能并不认同这些关系

及关系里的规则。这方面的认可和行动者的成

长经历、教育环境等个人背景以及双方之间的私

人交往有关，例如村庄的边缘人可能对村里的一

些地方性规范毫不在意，又如关系破裂的兄弟之

间可能就不便再谈兄弟间的互帮互助。在上述

情况下仍在这些维度中要求对方，往往只会适得

其反。

另外，从非正式运作的对象角度来看，还首

先需要其认可这个运作者，这是特别的边界。如

果认为对方是德性差或品性不好的人，就可能直

接拒绝互动，这与进行非正式运作的人的个性密

切相关。有德性和号召力的人的非正式运作将

更为有效，边界也更大。

150



专题二 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2.事的认可

即使认可双方在某一关系维度彼此构成道

德义务关系，但任意一方都可能会认为，这一关

系维度下的关系强度、角色期待或认同感上还不

足以要求做这件事。换言之，可以按双方之间的

关系给对方办事，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服从或帮

忙，需要在特殊场域中有所认可。因此“事的认

可”是指，在做某件具体的事情上认可应该遵循

双方之间的特殊规范。非正式运作的边界必须

在彼此都能认同这件事的维度内切换。

由于不同关系维度里的关系强度或角色期

待不一样，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事的认可”存在

一些普遍倾向，即针对不同的人，行动的边界不

尽相同。老乡可以帮小忙，至亲则能帮大忙，如

一位干部可以帮侄子找工作，但可能不会帮一般

乡邻找工作。又如我们调查到一些地方在计划

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干部可能会给至亲通风

报信，尽可能减少罚款；对关系不错的邻居则稍

微减轻罚款；而对其他一般村民可能就按章办

事。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主观性，如有人可能

对同乡关系特别认同，便会在一些其他人不帮忙

的事情上，例如大额借款方面给予其更大的非正

式运作空间。

3.度的认可

“度的认可”指接受服从或在某件事上为对

方提供帮助，但存在一个承受的限度，必须在对

方可承受范围内要求对方。运作者需要找准对

方在哪些关系维度内会接受运作任务的要求。

与“事的认可”类似，承受标准在不同关系和

人群之间有高低之分。例如性格乖戾的人就比

性格和善的人边界狭窄得多；又如作为普通村民

可能不会接受超过每亩五十斤的定购粮征收，但

切换到兄弟的维度后可能就答应了。极端情况

下，面对过于“伤天害理”或冲击对方具体社会关

系网的事件时，即使是兄弟可能也不会接受。在

利用熟人关系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的非正式运作

中，村干部就很少会给上级干部帮忙带路去给已

经怀了六七个月的孕妇堕胎。因此，不能过于损

害其他关系维度以及引起道德危机，即不能严重

违背公序良俗，构成了非正式运作的基本限度。

也就是说，如果以非正式制度的视角观之也太过

分，则非正式运作将无法展开。同理，计划生育

工作中干部对超生的亲戚，罚款上可以有运作空

间，比如一万元可以只收六千元，但要求其一分

钱不收就太过分了。

此外，尤其对于运作对象是体制内的官员，

非正式运作的边界或限度还在于不能过分僭越

正式规则，从而对其正式制度维度的位置造成危

害，最好“踩界不越界”。例如手上有项目资源的

干部在请求之下会适当向家乡倾斜和照顾，但不

能把所有项目都砸进去。

大多数制度执行者对这些边界心里有数，是

一个“共识”，或者有初步轮廓后通过非正式运作

的来回博弈逐渐清晰。这些边界在非正式运作

时即使正式制度许可也不会触碰。因此正式制

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交集，某些

方面又存在断档。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实际上就

是在这种复杂情形下做一个平衡点的选择，即能

准确掌握双方共同认可的维度或者非正式运作

的边界，这样就使得非正式运作的运作者需要拥

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很可能

“玩不转”。总而言之，非正式运作有效施行的边

界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关系维度。双方只能在这

些维度间切换，在其他维度要求对方就是越了底

线，非正式运作也将因此失效。

五、非正式运作边界的时空差异

上一节讨论的基本命题能为每一个具体的

现象提供具体的判断，但当现象作为整体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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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呈现整体的现象间差别。因此，在理论上对非

正式运作的基础和边界进行讨论后，我们需要将

其重新放回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尤

其是古代农村基层的非正式运作发生频次很高，

西方国家也存在，但相对较少。为什么会形成这

样的分野？形成的根源与基础又是什么？回答

这些问题需要把行动者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

社会关系之中。

（一）不同社会联结机制下的边界差异

如果我们认为非正式运作存在边界，进一步

就会发现非正式运作的运作空间或发生频次在

不同时空中是存在差异的，其受社会结构尤其是

社会联结机制的存在和变迁的深刻影响。非正

式运作在空间轴上的乡土社会、时间轴上的传统

社会都较城市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运作边界更大，

也会更多、更频繁地出现。对这种差异，我们应

该“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仍然从多维关系

的结构层面切入。

乡土社会是捆绑在土地之上的，在地方性的

限制下大多数人生于斯、死于斯，由此构成彼此

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35这样的社会中的一个显

著特点是同质性强，人与人相互间可能存在多重

社会关系，因此共享的维度多，共同认可的维度

也多，从而非正式运作的空间相对较大。与之相

对，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机械团结的共同体走

向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个冲击是类似

城市社会的陌生化，人与人之间更多以独立个体

的身份互动；其次，更大的冲击在于均质化，行动

者在理性主义下被类型化和功能化地“再生产”，

同时处于越来越明细分工下的人们逐渐被局限

在一个关系维度中互相合作，科层制一旦运转起

来也促使制度中的行动者去人格化，共享的维度

尤其共同认可的维度较少，从而导致特殊主义的

关系和道德逐渐萎缩，公认的道理逐渐贫乏，来

自其他关系维度要求僭越规则的压力因之较小。

此外，现代社会中，规则体系更完善严整，执行更

彻底严苛，大大挤压了非正式运作的操作空间。

多维关系在此提供了一个中层视角，揭示“熟人

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些宏观概念究竟是怎样

发挥作用的。

（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边界差异

建立在不同的社会联结机制之上，特定的文

化得以在当地产生，这种文化差异性进一步又产

生对非正式运作边界的不同界定，尤其体现在中

国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文化一旦形

成，便能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

系，并达致为结构性力量，以至于在社会形态变

迁后依然存在影响，例如在熟人社会逐步瓦解的

“都市中国”，基于人情、面子和关系的运作仍较

西方更多，这便是非正式运作的价值基础。同样

是非正式运作，背后支撑这些行动的价值和意义

却不尽相同，进而导致运作中具体的效果和边界

存在差异。此文化事实在本土心理学中多有论

述，但这一路径更多是在理解性的阐释学层面�36，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以

多维关系作为视角，用一种更结构化和体系化的

方式对其加以解构，能更清晰地把握不同文化背

景下非正式运作的边界为何呈现差异。

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价值体系中，围绕着

父子兄弟间的“孝悌”是基本伦理，也就是以关注

原生性的固定关系为逻辑起点�37，因此强调人首

先处于天然的关系连带而非个体的自我世界。

许烺光就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情境中心

的，个人总是在关系中定位自我，其情感表现要

照顾到情境中的其他人，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

原则。�38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人与人之间并非独

立的个体，而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环，各种关系维

度随即作为整体相结合。同时，与西方信奉上帝

和统一的自然法相比，由于深受儒家的影响，大

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信奉过一套外在和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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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而是依靠相似经验间的推理，采用“以情絜

情”“将心比心”等拟情式理解的方法。因此从自

己开始推到整个世界，从为人“孝”推到要为人

“忠”，从为人“悌”推到要为人“信”，好官被称为

“父母官”，恩人要称“再生父母”，实际上习惯于

从一个维度推到另一个维度甚至将这些维度捆

绑在一起。因此在非正式运作的过程中双方能

接受将多个维度纳入讨论的范畴，运作也能在较

宽的边界内顺利切换各个维度。

相反，西方社会以高选择性的松散关系为价

值起点，预设的是自我保全和个体独立，即使有

人情面子也不能太越界，看待问题时往往将价值

与事实、工作与生活等予以分离乃至对立，依循

抽象原则的推理和确证，尤其文化传统中信奉绝

对的上帝和自然法，一视同仁是最普遍的伦理。

此种价值体系在极端情况下是可以（并有正当性

地）“得理不饶人”的。这在包括启蒙运动和宗教

改革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重构后更为明显，个体

在突出自利性的同时，具有相应的不侵犯他人和

群体利益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达成“公”与“私”之

间的明确界限。当然，这并不意味西方社会就没

有非正式运作，完全依循正式制度的安排，当后

者的呆板、低效、机械已经深刻伤害到其他维度

时，将唤起人们对在其他维度展开运作的更广泛

认同。

（三）不同微观情境下的边界差异

以上构成了非正式运作包括社会基础和价

值基础在内的生成背景，并在宏观的时间和空间

轴上提供对现象整体的区分，在某些特定的时空

内也就是具体的情境或事件中，我们会进一步发

现非正式运作的边界会随着不同情境的转变而

扩张或收缩，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

针对不同的性格、关系和事由，非正式运作

的边界不尽相同。一个性格温顺的亲戚和一个

横行霸道的村霸相比，运作者想必和前者共同认

可的维度更多，前者能接受和帮忙的事情也不会

少；收灌溉水费与收订购粮相比，由于正当性和

承受能力的差异，前者的非正式运作空间将会更

大。每次非正式运作都需要置于具体情境之下，

每次也不能均一地使用相同的人情、面子和关

系。这些在非正式运作的权宜性和边界部分中

已多有涉及，弥补了本土心理学对微观情境研究

的不足。同时，微观情境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形塑着非正式运作的空间，这就是利益的一

致性。

当正式制度与运作对象的利益相反时，多个

维度的正当性和认同感缺失，非正式运作的边界

也非常狭窄，运作者将被迫借用各个网络里的社

会资源完成正式目标，用各种维度里的低标准要

求对方。这种运作往往是零和博弈，运作的成功

只是由于对方反应不及，事后必然有吃亏感，多

次使用可能会损害和透支运作者在正式制度中

的合法性，其他关系维度中的日常相处可能也会

受到影响，亦即利益相斥的非正式运作将消耗和

破坏两者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

但当正式制度与运作对象的利益一致时，多

个维度具有合理性，将被置于一种共同的目标和

方向下，升华出共同感和神圣感。所谓“一条

心”，运作者在动员过程中，若动用正式制度的同

时又充分利用其他关系维度的资源，能使用各种

维度中的高标准要求对方，非正式运作将比正式

运作更有效果，使正式制度的能动性倍增，从而

更好地完成正式目标。裴宜理的研究就指出，无

论是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整风运动中，还是在

“大跃进”和“文革”中，中国共产党都有一套“提

高情绪”的办法，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领导人“感

动”了他们的同胞，“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

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39利益一致的非正

式运作不仅能在正式制度中取得成功，还带动了

其他关系维度，形成多方面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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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双方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特别

的，可能还会形成某种庇护关系，如政治领域中

的“官官相护”。

六、结论与讨论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经

典命题，即组织化、功能化的“系统”侵入“生活世

界”的各种关系之中，使后者失去了社会整合和

文化再生产的作用，转而服从前者的工具理性与

技术至上。�40换言之，即是一般性的制度逻辑取

代了实践性的生活逻辑。这正是哈贝马斯所看

到的资本主义主要的现代性危机。然而，即使在

现代社会，复杂运作的现实内部仍然包含很大的

张力，制度逻辑往往也会受到生活逻辑的反制，

例如正式制度中依然存在众多非正式运作，后者

可以理解为制度执行者依据生活逻辑对制度逻

辑的“改造”。因此，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背离

与回归是非正式运作产生的结构性基础。

与科层制下法理化、程序化和非人格化的正

式运作相反，非正式运作恰恰对应着道德性、权

宜性和人格性。其实质是借用正式制度之外其

他各种关系维度的规则及其正当性，使对方服从

正式维度的安排，从而完成正式目标。每次运作

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切换关系维度，并

在这些维度下动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可以说是

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但这种特殊主义在构成

上又具备一些客观性，包括必须至少符合一项其

他关系维度的“游戏规则”，也必须在一定的边界

即双方共同认可的关系维度内切换，虽然不同的

时间和空间下边界的大小有所差异。最后，运作

的成功在于触发了对方对某个道德规则的认同，

因此可以说非正式运作的实现结合了客观的正

当性与主观的认同感。

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治理

者对被治理者渐渐陌生化，不了解对方认可哪些

关系维度，也不确定对方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

动。当地村民对留守的亲邻乃至在村里长大的

外出务工人员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在使用

非正式运作时往往依赖过去的经验，但此时的熟

悉类型已经从“本体性熟悉”走向“符号性熟悉”。

由于对外出务工村民逐渐陌生以及不再捆绑于

乡土的新生代村民的大量出现，一个危险是在逐

渐偏离了原来的熟悉类型后，还用原来的熟悉感

做出错误的预判。

当非正式运作开始变得无所适从，重新返回

熟人社会又不再可能，治理者将更加倾向于依循

规则之治。此外，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个体的

理性化趋势，一系列有意识的法制化建设，还是

国家管理向社区的渗透，都造成了规则之治盛

行，对非正式运作客观的正当性与主观的认同感

都构成挤压，当正式规则被推高为绝对正当，甚

至要取消部分非正式规则（如一些地方性规范）

的合法性，也就窄化了共同认可的维度即非正式

运作的边界。

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在此展现了两对张力：

第一是在制度执行的维度上，制度的一般性、刚

性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灵活性之间的张力；第

二是在利益分配的维度上，制度的非人格化与日

常生活的“情”“理”之间的张力。适度的非正式

运作在此意义上能缓解第一对张力，使制度润

滑，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避免官僚主义，例如建立

在效率基础上的特事特办——2013年一名残疾

男子瞒着妻子遗弃了身体有缺陷的龙凤胎，青海

省副省长了解后亲批对后者免费治疗，�41按照制

度规定这对夫妻本无资格得此待遇，但副省长的

做法符合习近平提倡的对群众保持“温”情。�42不

过，这也同时面临被异化的风险，如制度落实被

软化，并在第二对张力中利用特殊主义的信任导

向合谋性的腐败，成为强者通吃的政治游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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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社会的不平等。

在制度化已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非正式运

作似乎也并未走向终结，尤其在制度执行的维度

中，“简化”逐渐成为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个思潮�43。

相反，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根治历史上的不规则

性与随意性，避免非正式运作的风险，走向规则

之治，尤其在利益分配的维度，消除腐败是当务

之急。因此，究竟是倾向于标准化还是特殊性，

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有效的平衡点，这种

平衡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任

何偏执一端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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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be Possible: A Case Study of Garbage Management in City A 125

Xu Yan & Chen Nabo

Abstract: How can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manages public affairs through pluralistic participation and full

consultation be establish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cess related to cooperative gover‐

nance.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experiment carried out by City A around garbage charges is taken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the track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entire experiment, the author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leader‐

ship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City A spared no effort to build a structure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round garbage charge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dural administration, differentiated actors, and artificial pluralism hindered the real estab‐

lish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

ness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lies in the flow chart repattern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nsensus of

social group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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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Logic 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Working Mechanism of Informal Opera‐

tion 140

Dong Leiming & Li Jianmin

Abstract: The antithetical unity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life logic is the structural basis for informal operation.

There are often multiple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actors, each with different identities, information, mor‐

als, and rules. The same matter may have different logic and legitimacy in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and even with‐

in the same relationship, opinions about the same matter may vary. When the formal system is running, the actor

often switches identities between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social relations, and expediently uses the rules

and legitimacy in other relationships to his or her own advantage so that the other party obeys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formal system.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informal operation. Informal oper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must be at least two relationships for the actor’s choice. Its effectiveness depends on the rational applica‐

tion of personality, expediency and morality. The operational boundary is that the two parties can only switch

within the relationships of mutual recognition.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al basis and even the value basis, this

boundary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ocial connection mechanisms,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micro-contexts.

Keywords: institutional practice, life logic, multiple relationships, rule switch, inform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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